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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
“
中国外交⒛Og年太转变

”
的

新主流认知与中日关系

日本新淘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 张云

2OO9年 ,日 本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终结了战后长期以来自民党一党独太
的局面。在外交上,民主党显现出自由主义的倾向。鸠山由纪夫首相强调

“
对等

的日美关系
”
,并在加强对中关系基础上推进

“
东亚共同体

”
构想;在历史问题上 ,

民主党态度积极,几乎没有首相和阁僚参拜靖国神社,小泉时期折磨着中日关系

的历史问题明显退潮。据此,人们有理由期待中日关系在
“
中间偏左
”
的民主党

执政后会大幅改善。然而,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中 日关系不仅没有改善,相反
却跌落至中日建交以来的最低点,这是为什么?本文试从日本对中国外交的主流
认知变化的角度对此予以回答。

日本主流认知变化∶中国外交的⒛09年大转变

作为与中国
“
一衣带水

”
的邻邦,在亚太地区可能没有比日本对中国崛起

更为敏感的国家了。上世纪 90年代初, 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员村井友秀就在世

界上最早提出
“
中国威胁论

”
的概念。不过,提出中国威胁的可能性并不等同于

日本主流对中认知就是威胁。在 1990年代初中日实力差距尚十分悬殊的情况下 ,

中国崛起的话题在日本并未引起很多关注。日本知识界、政府和民众对此的关注

是偶尔性的,相关认知也是零星的。
2OO1年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发展迅速,日 本国内关于中国崛起是机遇



酽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簿夥骆嬲

还是挑战有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讨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惠及面从

日本大企业向中小企业扩展,中 国经济威胁论在日本已经没有太多支持者。但在

安全领域, 日本对于中国可能构成挑战的认知此时有所抬头,主要体现在对台海
问题的关注上。例如,2OO5年 日美

“
2+2” 会谈声明中,首次写入了日美同盟共

同战略目标与台海局势和平解决的内容。此后中日经济力量对比变化明显 (2OOO

年中国的GDP只 有日本的 1/4,2OO7年达到日本的3/4,2O10年超过日本),中
国军费增长快且缺少透明度,海军活动能力增强的观点在日本出现频率显著增加 ,

但日本对中国外交认知的主流并不负面。主要认知为中国军事能力的发展对日本

构成一定的潜在挑战,但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发展,这就需要和平
的国际环境,中 国会在坚持国际协调路线的范围内推进国防建设。换言之,无论
从
“
意图
”
还是
“
能力
”
角度来看,中 国都不会无限度

“
膨胀
”
。有趣的是,这

一认知逻辑与同时期中国积极宣传的和平崛起及和平发展论非常相近。很多中国

专家的分析认为,中 日经济实力的逆转导致日本心理失衡,进而造成中日关系紧
张。在我看来,这种判断可能过于简单化。

然而,2O10年 日本对中国外交的主流认知出现了明显变化的迹象。主要原
因不是因为中日经济总量的排名发生了逆转,而是

“
钓鱼岛撞船事件

”
带来的冲

击对上述主流认知提出了挑战。 “撞船事件”和随后在中国发生的反日游行,以
及日本媒体报道的中国对日本采取稀土禁运,停止各类交流活动等为保守派政治
家、部分学者和民众提供了挑战原有的

“
中国和平崛起 ·有限潜在挑战

”
的主流

认知的材料,而支持上述主流认知的人士则开始面对如何解释看上去同过去的认
知
“
相矛盾
”
的中国外交

“
新动向
”
。日本民众似乎也迫切需要有人告诉他们

“
为

什么中国人这样进行反日游行,为什么中国政府如此
‘
高压
’”
。在这个突发事件

的巨大冲击下,原有的认知发生动摇,认知的新需求促动了新的认知产品的产生。

笔者并不认为日本对中国的认知已经从原来的
“
中国和平崛起 ·有限潜在

挑战
”
根本性地转变为

“
中国武力崛起 ·对日现实威胁

”
。但是认为

“
中国变了
”

的新认知正在逐渐成为主流却是事实。其主要内容包括: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经
济一枝独秀,国 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中 国的大国意识被突然激发, 自信增
强。在此背景下,中 国外交在2009年发生了重大转变,过去的经济发展优先的

“
韬

光养晦
”
政策发生改变,中 国在对外关系上变得日益强势,于是在东海和南海的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同周边国家产生争端。更加激进的观点还有,认为中

国对外关系定位正从
“
负责任的大国

”
向
“
建立中华秩序

”
的方向发展,并且认

为
“
北京共识

”
可以超越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路线的

“
华盛顿共识

”
。还有的认

为中国外交已经发生了
“
革命性转变

”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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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的官方表态从 2O10年 后也体现出与知识界类似的认知倾向。2O1O

年的 《防卫白皮书》中还仅仅指出
“
近年来,中 国的经济飞跃发展,在金融危机

中保持经济增长,中 国在国际社会中自信增加。
”2O11年 的 《防卫白皮书》则直

接指责中国的
“
高压
”
态势。2O11年版的 《外交蓝皮书》则指出,“ 2010年 ,围

绕中国经济规模世界第二中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以美国为中心的发达国家同

中国之间的主张有差距,产生了中国主张的核心利益同各国之间的种种矛盾。
”

按照上述逻辑, 日本对中国外交的主流认知在过去三年中倾向于认为中国国

力日益增强,国 内舆论多元化,军 队主导外交,中 国在领土和历史等问题上变得

对日本日益强势和高压。对于中国
“
咄咄逼人
”
的外交,日 本认为必须要

“
毅然
”

对应,退让只会给中国进一步
“
得寸进尺

”
提供可能,而不会获得

“
中日友好
”
⊙

安倍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认为自已
“
对中国几乎没有让过步

”
,过去的中日

关系是建立在
“
日本削减国家利益制造了友好的状态

”
的前提上,潜台词就是现

在需要让步的是中国而不是日本。

日本新主流认知的脆弱性和可重塑性

很多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想,既然日本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已经上升为主流 ,

那么中国无论做什么都将是徒劳的。这里就涉及一个
“
认知改变

”
的问题⊙的确 ,

一个主流认知的改变并非易事,因为认知不仅具有保持连续性的倾向,还有固化
的特点。但也要看到,主流认知本身也存在是否合理和是否可塑的问题,不应当
人为预设目前日本的主流负面认知是既定和不能改变的,那样做的结果将会导致
决策者政策选择自由度的减少。

首先, 日本的新认知形成的时间短,认知的逻辑和实证基础并不扎实。从上
述分析可以看出,日 本的新认知的出现始于2O1O年 下半年,距现在仅 3年。与
此同时,目 前出现的日本对中国外交的新认知的产生并不是基于日本对中国国家

战略和对外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之上,而是为了应对所谓的中国
“
强势外交
”

的短期迫切需求而作出的新的解读的结果,某种意义上是知识性的短期供需关系
的不匹配所造成的。虽然日本认为中国外交在 2OO9年发生了大转变,但这一认
知并非产生于2OO9年 ,而是为了紧急回应

“
撞船事件

”
处理过程中中国的

“
变化
”

与原来的主流认知之间的不相容才重新编辑过去的信
`惑
来匹配新认知。新认知并

没有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很好地服务于中国过去 3O年发展的和平崛起道

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就一定会被简单地放弃?而且日本知识界的相关解读较多出
现在媒体评论、时事杂志而非学术论文中。新认知的很多内容在逻辑上存在明显

缺陷,例如,如果说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强硬是因为经济实力增长后的自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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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的路线变更,那么如何解释 1995-96年 中国还未崛起时应对台海危机时候

的
“
强硬
”
立场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新认知的基础并不牢固。

第二, 日本新的认知并没有完全形成和固化,原有的较正面的认知还没有

被完全破坏,目 前的负面认知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逆转的可能性。随着中国经济

的减速,新的认知的重要逻辑基础即中国持续高增长导致国际力量对比大变化将
会受到质疑。如果继续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仍然是中国的首要目标,中 国将继续
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那么原来的主流认知的逻辑就很有可能会重新回来。皮尤
研究所的最新调查显示,认为中国会在经济上超过美国的日本民众从 2O11年 的
67%下降到2016年 24%。 按照日本的新认知,一个日益强硬的中国的逻辑结果
应当是中国对外关系出现全面紧张。中美冷战、中国同东南亚关系恶化等比较

符合这种认知的预期。但中美对话畅通,首脑会晤频繁,中 国继续奉行积极的

地区主义政策将很容易削弱新认知的有效性。新的认知不能固化,旧 的认知便

仍将有效。

第三,日 本主流认知受美国对中国主流认知的影响程度很深,在政策认知和

形成上日本高度依赖美国。日美是同盟关系,而且是不对等的同盟关系,这不仅

体现在政治经济的决策上,也反映在通常不那么显眼的思想传播、认知影响和舆
论形成等软的方面。战后日本在对外关系上从精英培训、学术训练到情报获取和

媒体传播等各个方面都高度依赖美国,美 国对华认知的变化会明显影响日本对中
国的看法。上述 2O1O年 下半年日本对中国认知的变化同该年上半年美国对中国

认知的变化有一个半年左右的时间差,但内容非常相似,即认为中国变
“
强势
”
了,

日本方面也多次引用美国指责中国强硬的证据。今年以来,美 国开始出现反思所

谓的
“
中国强硬论

”
以及基于此认识而提出的

“
亚洲再平衡政策

”
的危险性的论调 ,

这对日本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总之,在对日外交中既要充分认识到201O年 后日本出现的对华负面新认知

的危险,同 时也不能对这一危险予以过度评估,要看到其内在的脆弱性和可重塑

性⊙通过各种方式,努力使日本的主流对华认知从
“
中国变了
”
向
“
中国并没怎

么变
”
的方向逆转,将会对改善中日关系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场智力游戏中,

真正受到考验的很可能是两国知识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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